
 

 

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兼论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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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

动供给的影响并讨论了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1）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

将会增加劳动供给，其更可能出现过度劳动；（2）流动性约束会降低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

为了减弱流动性约束对消费和家庭资产的负面影响，农民工会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

度，从而增加了其过度劳动的可能性；（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所处金融信贷环

境较差、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收入较低、家庭赡养压力较大、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以及生活成本较

高地区的农民工更可能增加劳动供给，从而出现过度劳动。文章丰富了连接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

的理论研究，为考察中国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提

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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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劳动供给行为特别是过度劳动现象一直为社会所关注，根据图 1 所示，在 2005−2019 年期

间，中国城镇职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总体超过 45 小时，远高于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每周

40 小时正常标准。在劳动者群体中，农民工的过度劳动现象尤为严重，在工作时间超过 40 小时

和超过 48 小时的就业人员中，农民工的占比均高于城镇户口职工。

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从工资角度，常进雄和赵海涛

（2014）认为，如果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工资能够增加到无歧视程度，农村户籍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

给将增加 31.11%。从健康角度，秦立建等（2012）认为，当外出务工农民工遭受健康冲击时，由于

身体健康水平下降，其外出务工劳动时间也会随之下降。从劳动保护角度，杜鹏程等（2018）评估

了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影响，发现该法案实施可以使农民工的工作时

间减少 23%。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工作转换（明娟和曾湘泉，2015）以及子女随迁（喻开志等，

2022）等角度讨论了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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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就业人员历年工作时间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图中纵轴左侧为工作时间，纵轴右侧为各工作时间的就业人员占比。
 

针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的研究则在近几年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

几个角度进行了讨论：第一是从劳动权益保障角度。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

大多集中分布于低端服务业、制造业以及建筑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用工规范性较差，劳动合同

签订率普遍较低，导致农民工的各项劳动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障（朱明宝和杨云彦，2017），从而

引发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问题（刘璐宁和孟续铎，2018）。然而，在 2008 年《劳动合

同法》正式施行以来，我国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已经明显改善（杜鹏程等，2018），但是根据图 1 所

示，在 2008 年之后，中国农民工周工作时间仍普遍高于 45 小时，超过国家规定的每周最多工作

44 小时的标准。因此，仅从劳动权益保障角度无法有效解释中国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第二是

从最低工资角度。有研究认为，最低工资上升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但由于中国最低工资制度采

用月最低工资而不是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这会促使企业增加用工时长而非增加劳动力雇佣以降

低用工成本（杨娟和李实，2016），进而导致农民工过度劳动。上述解释也存在缺陷，根据中国各

省区社保局数据，在 2005−2007 年间，中国各省区最低工资标准已有了明显提高，如果最低工资

提升能够解释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那么图 1 中 2005−2007 年农民工工作时间出现明显下降就

难以解释，因此从最低工资视角只能解释 2008 年之后的过度劳动现象，却无法对 2008 年之前的

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第三是从农民工居住方式角度。魏万青（2011）、吴炜和朱力（2011）等认为

农民工过度劳动是由其居住方式所导致，雇主或单位提供宿舍的居住方式，实质是将宿舍作为

生产空间的延伸，但这些研究大多缺少理论分析或者使用不具有普遍性的局部区域数据论证，

其解释力不足。第四则是从农民工个体特征角度。已有研究认为，家庭压力、就业稳定性、收入

水平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也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秦立建等，2012）。从农

民工个体特征解释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的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思路。

现有文献虽然对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以及过度劳动现象给出了不同解释，然而这些研究均

忽略了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本文认为，流动性约束可能是促使中国农民工增加劳动供给，从而产

生过度劳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流动性约束是指人们无法通过借贷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和财富来

维持正常消费水平的一种状态（Zeldes，1989）。根据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和 Brumberg，1954），

在完全资本市场上，个体可以根据其一生收入，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来平滑消费。在个体当期收

入无法满足当期消费时，个体只需向资本市场借贷提前预支未来收入，就可以平滑消费。而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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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不完全时，个体无法通过借贷提前预支未来收入，便产生了流动性约束问题。已有研究认

为，相较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更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Deidda，2014；甘犁等，2018）。与城镇

职工相比，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普遍处于劣势（张世伟和武娜，2015），再加上较弱的议价能力（卢

海阳和郑旭媛，2019），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故而农民工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收入（李培

林和李炜，2010）。由于工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所以在信息不对称的借贷市场中，农民工无法为

借款者提供良好的偿付能力预期，从而难以获得贷款（杨汝岱等，2011）。故而与城镇职工相比，

农民工更容易面临流动性约束问题。此外，利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 2018 年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家庭资产以及借贷难度等方面与城镇职工进行

了对比，发现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家庭资产均占到城镇职工的一半左右，并且农民工借贷行为

被拒绝的比例是城镇职工的 1 至 2 倍。因此，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流动性

约束问题。

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来说，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其储蓄通常是不足的，这就需要增

加劳动供给以提高收入水平来应对。一些研究发现，农民工工资结构呈现出基本工资占比下降、

加班工资占比上升的趋势（蔡禾和李超海；2015），这说明农民工倾向于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取

收入。当面临流动性约束时，除了选择加班，农民工还可能兼职多份工作以增加工资收入。由于

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本身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张世伟和杨正雄，2016；朱明宝和杨云彦，2017），从事

多份工作无疑会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这就极易产生过度劳动现象。

目前，较少有文献考察流动性约束对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仅有的几篇国外研究中，则

更多聚焦于就业效应和工作时间效应，却较少关注劳动强度效应。如 Rossi 和 Trucchi（2016）使用

意大利数据，发现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工人会增加劳动参与，特别是对于男性工人。Kumar 和

Liang（2018）使用美国 CPS 数据，发现放松流动性约束后，居民劳动参与率显著降低。Yue 等

（2021）认为当家庭户主受到流动性约束时，将会促使其他家庭成员加入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对于

配偶和子女。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当受到流动性约束时，劳动者退休前的

消费要小于退休后的消费，这会使得劳动者提前退休，减少劳动供给（Crawford 和 Lilien，1981）。

鉴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运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工过

度劳动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将会增加劳动供给，更容易出现过度劳

动。而流动性约束导致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和家庭资产出现下降，为了降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和

家庭资产的负面影响，农民工会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来应对，进而诱发过度劳

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受到流动性约束时，所处金融信贷环境较差、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收

入较低、家庭赡养压力较大、社保缴费负担较重以及生活成本较高地区的农民工群体更可能增

加劳动供给，从而出现过度劳动。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丰富了连接金融

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研究；其二，为考察中国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

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提供了新思路。

二、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文主要借鉴艾春荣和汪伟（2010）以及 Rossi 和 Trucchi（2016）的研究，构建一个两期世代

交叠模型分析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假设有代表性的农民工一生中经历成年期

和老年期两期。农民工在成年期拥有一单位时间禀赋，一部分时间用于闲暇，另一部分时间提供

到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资收入，由于农民工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因此本文假定农民工有较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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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事低工资工作，还有一定概率从事高工资工作。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部分用于满足当期消

费，一部分赡养父母，其余部分为养老而储蓄。农民工在老年期也会从子女手中获取赡养费，在

生命终止时消费掉所有的养老资源。农民工生命周期的预算约束为：

c1t + st +gt = (1− l1t)
[
pw+ (1− p) w̄

]
（1）

c2t+1 = Rst +ngt+1 （2）

c1t c2t+1 l1t

1− l1t

1− l1t > 0 1− p

w w̄

pw+（1− p）w̄ (1− l1t)[pw+ (1− p)w̄] n gt

st

其中， 为农民工在成年期（工作期）的消费， 为老年期（退休期）的消费。 为农民工在成年期

（工作期）的闲暇时间， 为劳动时间，由于农民工必须劳动才能获得工资收入，所以假设

。p 为农民工从事低工资工作的概率， 为从事高工资工作的概率，农民工工资由劳动

力 市 场 决 定 ， 低 工 资 率 为 ， 高 工 资 率 为 ， 所 以 农 民 工 在 劳 动 力 市 场 获 得 的 期 望 工 资 率 为

，期望工资为 。 为农民工生育子女的数量， 是每个子女赡

养父母的费用， 为农民工在工作期的储蓄，假设储蓄的收益率 R 为外生给定。

st ⩾ s̄ s̄

Vt−1

δ

在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储蓄需要满足 ， 为流动性约束门槛，是农民工

在工作期储蓄的最低水平。农民工的效用取决于其一生中的消费和闲暇以及父母的效用 ，假

设农民工老年期消费效用以及父母效用的主观贴现率均为 ，由于农民工在退休期并不工作，所

有的时间均用于闲暇，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中，本文仅考虑农民工在工作期闲暇所带来的效

用。农民工的效用函数为：

Vt = U(c1t)+U(l1t)+δU(c2t+1)+δVt−1 （3）

在给定预算约束条件下，通过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解农民工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

L = U(c1t)+U(l1t)+δU(c2t+1)+δVt−1+λ(1− l1t)+γ[st − s̄]+ θgt （4）

即：

L = U{(1− l1t)[pw+ (1− p)w̄]− st −gt}+U(l1t)+δU(Rst +ngt+1)+δVt−1+λ(1− l1t)+γ(st − s̄)+ θgt （5）

根据库恩−塔克条件，可以得到：

∂L
∂st

= −U(c1t)′+δRU(c2t+1)′+γ = 0 （6）

∂L
∂l1t

= −U(c1t)′[pw+ (1− p)w̄]+U(l1t)′−λ = 0 （7）

∂L
∂gt

= −U(c1t)′+δ2nU(c2t)′+ θ = 0 （8）

λ(1− l1t) = 0 （9）

γ(st − s̄) = 0 （10）

θgt = 0 （11）

(1− l1t) > 0 λ = 0

θ = 0 γ = 0

由于农民工必须工作才能获得工资收入，即 ，所以 ，赡养父母费用支出为正，

所以 。在完全资本市场中，农民工可以进行借贷，不存在流动性约束问题，故而 ，根据

（6）式−（11）式可以得到：

U(c1t)′ =
U(l1t)′

pw+ (1− p)w̄
= δRU(c2t+1)′ （12）

（12）式表明，在完全资本市场中，由于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无论从事低工资的工作还是高工

资工作，农民工完全可以在保持闲暇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借贷来改变当期储蓄，平滑工作期

和退休期的消费，从而使（12）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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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 s̄ γ > 0

当资本市场不完全时，此时由于存在借贷门槛约束，农民工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这要求

， 。那么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情况下，根据（6）−（11）式可以得到（13）式：①

U(cc
1t)
′ > δRU(cc

2t+1)
′ （13）

在流动性约束条件下，农民工效用最大值不会高于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条件下对应的效用最

大值，即：

U(cc
1t)+U(lc

1t)+δU(cc
2t+1)+δV

c
t−1 ⩽ U(c1t)+U(l1t)+δU(c2t+1)+δVt−1 （14）

cc
1t ⩽ c1t

同时，由于农民工在退休期的收入无法提前预支，工作期的消费受到限制，所以存在流动性

约束的工作期的消费小于等于没有流动性约束时的工作期的消费，即 ，所以得到下式：

c1t ⩾ (1− lc
1t)[pw+ (1− p)w̄]− s̄−gc

t （15）

p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民工工资从事低工资工作的概率 越高，（15）式右边会变得更

小，这种约束关系将会进一步增强。为了缓解或摆脱流动性约束的限制，将工作期消费水平维持

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的水平，农民工需要减少闲暇，增加劳动时间来提高收入水平，使

（15）式右边变大，进而使（15）式相等。

当工作期的消费维持不变时，（14）式将变为：

U(lc
1t)+δU(cc

2t+1)+δV
c
t−1 ⩽ U(l1t)+δU(c2t+1)+δVt−1 （16）

l1t lc
1t U(lc

1t) < U(l1t)

cc
2t+1⩾ c2t+1 U(cc

2t+1) ⩾ U(c2t+1)

在（16）式中，由于闲暇减少，即 减少为 ，所以 。受流动性约束影响，农民工退

休期的消费不低于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时的状况， ，从而有 。综合来看，通

过减少闲暇，增加劳动时间，可以使（16）式以等号成立。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当农民工受到流动性约束时，需要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来应对，从而容易

引发过度劳动。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该数据具有分层抽样、大样本等优良

性质，可以有效降低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按照国家统计局定义标准，本文将农民工样本界定

为年龄在 16−65 岁之间，具有农村户籍且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群体。

（二）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关于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度量，本文使用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表示（张川川等，2014）。关于

过度劳动的界定，参照现有研究方法（祝仲坤，2020；张熠等，2021），如果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

过 50 小时，则定义为存在过度劳动，赋值为 1，如果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小于等于 50 小时，则定

义为不存在过度劳动，赋值为 0。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指标是农民工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定义是由于代表性

行为人无法通过借贷来实现跨期替代而出现的一种状态，根据 Zeldes（1989）的定义方式，本文使

用农民工家庭金融资产总价值是否小于两个月家庭永久收入表示，若农民工家庭金融资产总价

值低于两个月家庭永久收入，则表明农民工存在流动性约束，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家庭永久

汪    伟、崔亚东：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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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指标测算采用 Rossi 和 Trucchi（2016）的计算方式：

yp =
r

1+ r

[
1− 1

(1+ r)(T−t+1)

]−1

(Ht +At) （17）

yp Ht

At

在（17）式中， 表示永久收入，r 表示利率，T 表示预期寿命，t 表示农民工年龄， 表示未来预

期收入的现值， 表示家庭净财富，即家庭总资产减去家庭总负债。关于利率 r，本文根据 1980−

2017 年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贷款利率，取其平均值为 7.056%。在 2017 年，我国预期寿命约为

76 岁，因此 T 取值为 76。关于未来预期收入，本文根据农民工在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以及

2017 年的收入，并结合农民工的个体、家庭、行业以及地区特征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个体、家庭、行业以及地区特征。关于农民工个体特征，本文选取了农

民工的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收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等变量

（Rossi 和 Trucchi，2016；Yue 等，2021）。一般认为，男性、非党员、低学历、低收入农民工群体的劳

动时间可能更长（秦立建等，2012；孙文凯和王格非，2020）。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年龄可能与

劳动供给存在非线性关系（Yue 等，2021），因此本文也在估计方程中控制年龄的二次项。还有研

究认为，劳动保障在不同部门存在差别，体制外单位可能对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相对较差（吴炜

和陈丽，2014），强制加班现象可能更为普遍（罗连化和周先波，2019）。因此，本文将农民工就业单

位性质也考虑在内，分为体制内单位（机关团体或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和

体制外单位（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

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家庭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以此反映家庭养老与抚幼负担。通

常，家庭养老与抚幼负担压力增大会促使农民工为获取更多收入而增加劳动时间（常进雄和赵

海涛，2014；孙文凯和王格非，2020）。行业特征则根据农民工所属工作的行业类别，定义行业虚

拟变量。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择业范围主要集中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

以及服务业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大（朱明宝和杨云彦，2017）。关

于农民工的地区特征，本文根据农民工所处的地区归属，将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

定义相应的虚拟变量。相较于西部地区，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竞争压力更大，农民工的劳

动时间可能更长（郭凤鸣，2020）。

（三）计量模型

为考察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和过度劳动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多元回归及 Probit 模型：

laborsupplyi = α+β1liquidityi+γXi+εi （18）

P(overworki = 1|liquidityi,Xi) = Φ(α+β2liquidityi+γXi+εi) （19）

laborsupplyi overworki

liquidityi β1 β2 β1

β2

β1 β2 Xi

γ α εi

其中，被解释变量中的 表示农民工的劳动时间， 表示农民工是否存在过度劳

动，核心解释变量为 ，表示农民工是否面临流动性约束，本文重点关注其系数 和 ， 反

映了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 则表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出现过度劳动的

概率变化，根据理论模型的结论，预期 和 的符号为正。 表示一组反映农民工的个体、家庭、

行业和地区特征的变量， 表示其影响系数， 为截距项， 为随机误差项。

（四）统计描述

按照前文变量设定，经过数据整理，本文共筛选出 20 589 个农民工样本。其中，没有流动性

约束的农民工样本数为 10 541 个，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样本数为 10 048 个。存在流动性约

束的农民工占比达到 48.8%，表明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工受到流动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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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劳动供给和过度劳动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总体上，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 44.879

小时，超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 44 小时，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群体

中，而且没有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群体每周工作时间也接近 45 小时。按照前文的定义，以

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超过 50 小时作为过度劳动的标准，结果显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50 小

时的农民工占比达到 18.5%。此外，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

44 小时，因此本文也将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超过 44 小时作为过度劳动的标准。结果显示，

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44 小时的农民工占比达到 43.5%，说明如果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样本

中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工存在过度劳动。以农民工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进行分组，结果表明与未

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相比，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群体出现过度劳动的比例更高。
  

表 1    农民工劳动供给和过度劳动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总体 流动性约束 无流动性约束

工作时间 每周工作时间 44.879（8.454） 45.201（8.644） 44.571（8.257）

过度劳动1 每周工作时间大于50小时=1，否=0 0.185（0.388） 0.198（0.398） 0.172（0.378）

过度劳动2 每周工作时间大于44小时=1，否=0 0.435（0.496） 0.457（0.498） 0.414（0.493）

兼职工作 除主要工作外还有其他工作=1，否=0 0.101（0.301） 0.141（0.348） 0.063（0.243）

劳动强度 工作岗位等级×每周工作时间 163.483（71.526） 168.587（72.199） 159.285（70.697）

样本数 20 589 10 048 10 541

　　注：表中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括号内为各变量对应的标准差。
 
 

农民工劳动供给状况也可能体现在工作数量以及劳动强度等方面（Jirjahn，2008），表 1 也描

述了农民工是否有兼职工作以及劳动强度状况等数据特征。统计数据显示，有 10.1% 的农民工

除有主要工作外，还会从事其他兼职工作，而这一现象在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群体中比例

更高。关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本文使用工作岗位等级与每周工作时间的乘积表示。有研究认

为，劳动者从事的工作越低端，需要投入的工作量越大（王欢等，2016）。借鉴上述文献，本文使用

农民工的工作岗位等级表示其需要投入的工作量。具体来说，将工作岗位等级分成 5 个层级，即

单位负责人=1、专业技术人员=2、办事人员=3、生活服务人员=4 和生产人员=5，数值越大，表示需

要投入的工作量越大。农民工的工作岗位等级越低，工作时间越长，二者的乘积越大，则其劳动

强度越大。表 1 的描述统计显示，与未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

民工群体具有更高的劳动强度。

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以周平均工作时间 50 小时作为过度劳动的标准，过度劳

动的农民工群体与没有过度劳动农民工群体的其余各项特征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年龄偏大、

男性、已婚、非党员、低学历、低收入并受雇于体制外单位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可能性更大。本

文将农民工个体、家庭、行业以及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估计方程中，这样可以获得更为精

确的估计。

表 2    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 变量定义 总体 过度劳动 无过度劳动

流动性约束 家庭金融资产小于两个月家庭永久收入=1，否=0 0.488（0.500） 0.523（0.500） 0.480（0.500）

年龄状况1 2017−出生年份 39.192（11.929） 39.664（11.902） 39.085（11.933）

年龄状况2 年龄×年龄/100 16.783（9.696） 17.148（9.664） 16.700（9.701）

性别状况 男性=1，女性=0 0.606（0.489） 0.678（0.467） 0.59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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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 3 呈现了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和过度劳动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第（1）和第（4）

列是分别利用 OLS 和 Probit 方法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发现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农民工每周

工作时间将会增加 0.630 个小时，出现过度劳动的概率将会上升 2.6%，并且这两项估计结果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体、家庭、行业以及地区特征后，第（2）和第（5）列

的估计结果显示，流动性约束变量的估计系数下降到 0.335 和 0.013，但仍然非常显著。
  

表 3    基准估计结果

工作时间 过度劳动

OLS OLS IV Probit Probit Eprobit

（1） （2） （3） （4） （5） （6）

流动性约束 0.630*** 0.335*** 1.117*** 0.026*** 0.013** 0.158***

（0.118） （0.117） （0.351） （0.005） （0.005） （0.0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WH检验
Durbin 5.651** 4.236**

Wu-Hausman 5.641** 4.338**

样本数 20 589 20 589 20 589 20 589 20 586 20 589
调整R2/Pseudo R2 0.001 0.083 0.081 0.001 0.057

　　注：表中第（4）−（5）列报告了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过度劳动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利用Eprobit模型估计的第（6）列仅报告了回归

系数，并没有报告平均边际效应，下表同。*、**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在工具变量检验中，工

具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中的估计参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弱工具变量检验值（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为

2 577.708，远大于10%的临界值16.38，不可识别检验值（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为2 210.756，据此可以断定不存在弱工具变量

和不可识别问题。

仅基于 OLS 和 Probit 估计并不能准确识别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因果关系，

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前文

的理论分析表明，为了应对流动性约束，农民工需要增加劳动供给，反过来，农民工通过增加劳动

供给可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从而有助于缓解流动性约束，这就产生了双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其二，

 

续表 2    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 变量定义 总体 过度劳动 无过度劳动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774（0.418） 0.799（0.401） 0.768（0.422）

政治面貌 党员=1，非党员=0 0.375（0.484） 0.350（0.477） 0.380（0.486）

教育状况 高学历（高中以上）=1，低学历（高中及以下）=0 0.208（0.406） 0.075（0.263） 0.238（0.426）

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3.753（0.895） 3.593（0.948） 3.789（0.878）

就业单位性质 体制内单位=1，体制外单位=0 0.212（0.409） 0.132（0.338） 0.231（0.421）

收入状况 人均月收入/10 000 0.364（0.309） 0.330（0.241） 0.372（0.322）

社会保险 有医疗或养老保险=1，均没有=0 0.941（0.237） 0.938（0.241） 0.941（0.235）

老年抚养比 家庭65岁以上老人数/家庭15−64岁人数 0.129（0.291） 0.136（0.290） 0.128（0.291）

少儿抚养比 家庭15岁以下少儿数/家庭15−64岁人数 0.219（0.295） 0.240（0.299） 0.214（0.294）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1，其他=0 0.470（0.499） 0.371（0.483） 0.493（0.500）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1，其他=0 0.278（0.448） 0.349（0.477） 0.262（0.440）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1，其他=0 0.251（0.433） 0.278（0.448） 0.244（0.430）

样本数 20 589 3 803 16 786

　　注：表中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括号内为各变量对应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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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工面临流动性约束时，数据中只能观测到农民工面临流动性约束时的特征，却无法观测

到农民工没有面临流动性约束情况时的特征，这就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其三，农民工劳动

供给行为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可能与农民工受到的流动性约束相关，因此可能存在

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 DWH 统计量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发现其均在 5%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之间的确存在内生性问题，OLS 和

Probit 估计得到的结果并不准确。

借鉴 Yue 等（2021）的研究，本文使用农民工所在地县级平均流动性约束水平作为工具变

量。在相关性方面，县级平均流动性约束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发展状况，金融

借贷环境越完善，金融发展状况越好，农民工受到的借贷歧视越少，农民工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

小（Campbell 和 Mankiw，1991；吴雨等，2020）。在排他性方面，县级平均流动性约束水平反映了地

区金融发展环境，其直接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影响农民工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而并不直接影响农

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在外生性方面，县级平均流动性约束水平属于地区层面宏观数据，在很大

程度上独立于农民工个体行为，这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此外，本文进行了一系列工具变

量有效性检验，包括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和不可识别检验（Kleibergen-
Paap rk LM statistic），县级平均流动性约束水平通过了各项检验，这也保证了其作为工具变量的

合理性和可靠性。考虑到过度劳动和流动性约束均为 0−1 虚拟变量，本文使用 Eprobit 估计进行

工具变量法检验（张卫东等，2021）。表 3 第（3）和第（6）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当受到流动性约束时，

农民工仍然会增加工作时间，出现过度劳动。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更换变量的测度指标，替换估计方法以及改变研究样

本等方式，进一步检验基准估计结果所得结论。①

1. 替换指标

（1）被解释变量。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将会增加劳动供给，更可

能出现过度劳动。为了应对流动性约束，本文认为农民工除了延长劳动时间，还可能从事多份工

作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同时，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 44 小时，

所以本文以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超过 44 小时作为过度劳动新的衡量标准。接下来，本文以

农民工是否有兼职工作、劳动强度以及新的过度劳动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流动性

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和过度劳动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农民工不仅可

能会从事多份工作，同时也会显著提高劳动强度，并且出现过度劳动的可能性依然显著上升，这

再次验证了前文的观点。

（2）解释变量。参照现有研究，本文考虑其他两种流动性约束的定义。第一种是借鉴 Hayashi

（1985）做法，本文使用农民工家庭财富是否低于两个月家庭收入表示。当农民工家庭财富低于

两个月家庭收入时，表明农民工存在流动性约束问题，取值为 1。若农民工家庭财富大于等于两

个月家庭收入时，即农民工不存在流动性约束，则取值为 0。其中，农民工家庭财富用家庭总资产

减去家庭总负债表示。第二种定义是借鉴 Guiso 等（1996）的研究，根据 CHFS 问卷问题“您家是

否曾向银行或信用社申请贷款，但是被拒绝？”如果贷款申请被拒绝则表明农民工受到流动性约

束，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使用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方法定义流动性约束

指标，当受到流动性约束时，农民工依然会增加工作时间，更可能出现过度劳动。

汪    伟、崔亚东：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①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省略，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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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换估计方法

前文描述性统计表明，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与没有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相比，各

项特征普遍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在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分析中，我们只能看到农

民工受到流动性约束时的情况，并不能同时观察到其没有受到流动性约束时的情况，由此就产

生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处理效应模型是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有效方法

（Maddala，1983）。因此，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再次检验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和过度劳

动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使用处理效应模型得到的核心解释变量流动性约束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后仍然

是稳健的。

3. 改变研究样本

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居住地、户籍以及工作类型三个方面定义农民工（蒋南平和郑

万军，2017；张车伟等，2022），而本文对于农民工的定义并没有考虑居住地因素。本文在原有样

本的基础上，将农民工样本限定为在城市居住、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户籍劳动者，最终共获得 19 024

个样本。此外，如果按照户籍类型划分，一些具有高学历、在城市居住并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户

籍劳动者也会被包含在内，然而这类劳动者群体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并不相符。为此，在考虑

居住地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剔除了原有样本中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样本，仅

保留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样本，最终共获得 15 009 个样本。利用重新获得的研究样本，本文再次检

验了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农民工仍

然会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影响机制分析

通常，人们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的应对方式是增加收入。为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可以采取两

种方式应对：第一种方式是“节流”，通过减少消费支出，从而缓解流动性约束。但是，杜森贝利

的棘轮效应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增加劳

动供给而不是减少消费来应对流动性约束。那么，当流动性约束导致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下降时，

为了降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农民工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劳动

强度来应对流动性约束。同时，对农民工群体而言，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消费非常节俭（王湘红

和陈坚，2016），特别是对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消费支出比不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

工会更少。①因此，农民工通过减少消费支出应对流动性约束的效果可能较差，这就会促使他们

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来应对流动性约束，此时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可能性也会上

升。第二种方式是“开源”，农民工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以获取更多工资收入来应对流动

性约束，同时还可以通过变现家庭资产来应对。但是，相较于没有过度劳动的农民工，存在过度

劳动的农民工的家庭资产相对更少，②那么该类群体通过变现家庭资产的方式可能很难起到缓

解流动性约束的作用。所以，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工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

动强度来应对流动性约束，此时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也会上升。

为此，本文分别使用农民工月人均消费支出和家庭人均净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

量，进一步检验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的影响。表 4 第（1）、（2）、（7）、（8）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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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利用 2017 年 CHFS 数据测算发现，不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支出是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的 1.163 倍。

② 本文利用 2017 年 CHFS 数据测算发现，不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的家庭人均净资产是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的 1.834 倍。

•  130  •



显示，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除

了选择增加劳动供给，农民工也可以选择减少消费支出和变现家庭资产来应对。

根据劳动时间长短，本文将农民工划分为过度劳动和非过度劳动两组样本，检验流动性约

束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支出和家庭资产的影响。表 4 第（3）−（6）列的结果显示，无论农

民工是否存在过度劳动，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农民工会减少消费支出，而组间差异估计表明，①与没

有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相比，流动性约束对存在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的消费支出的负面影响更

小。在家庭资产方面，表 4 第（9）−（12）列的结果显示，流动性约束仅会促使没有过度劳动的农民

工变现家庭资产，却不会改变存在过度劳动农民工的家庭资产。以上结果说明，在受到流动性约

束时，农民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可以降低流动性约束对自身消费和家庭资产的负面影响。因此，

相较于其他方式，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增加劳动供给，从而增加其过度劳动的可能性。
  

表 4    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消费、家庭资产

消费

总体 过度劳动 非过度劳动 过度劳动 非过度劳动

OLS IV OLS OLS IV IV

（1） （2） （3） （4） （5） （6）

流动性约束
−0.077*** −0.091*** −0.053*** −0.082*** −0.053** −0.098***

（0.004） （0.012） （0.008） （0.004） （0.026） （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0 466 20 466 3 771 16 695 3 771 16 695

家庭资产

总体 过度劳动 非过度劳动 过度劳动 非过度劳动

OLS IV OLS OLS IV IV

（7） （8） （9） （10） （11） （12）

流动性约束
−0.119*** −0.449*** 0.029 −0.145*** −0.224 −0.485***

（0.023） （0.070） （0.053） （0.025） （0.154） （0.0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19 761 19 761 3 568 16 193 3 568 16 193
 
 

五、异质性分析
②

（一）金融信贷环境

1. 金融信贷可及性

本文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表示金融信贷环境和发展程度。本文以各省区数字普惠

金融信贷指数的平均值为标准，将高于该平均值地区定义为金融信贷可及性较强地区，否则为

金融信贷可及性较弱地区。估计结果显示，与金融信贷可及性较强地区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在受

到流动性约束时，金融信贷可及性较弱地区的农民工更可能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

2. 民间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

本文借鉴樊颖和杨赞（2018）的研究，使用家庭“红白喜事”收支总和代表农民工的社会资

本。通过将高于“红白喜事”收支总和中位数的群体定义为社会资本较强群体，低于等于中位数

汪    伟、崔亚东：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① 本文使用流动性约束与过度劳动的交乘项进行组间差异检验。在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中，交乘项估计系数为 0.034，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中，交乘项估计系数为 0.048，同样也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较于无过度劳动农民工，过度劳动农民工在受

到流动性约束时，消费的减少程度更小。

②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省略，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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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则定义为社会资本较弱群体，以此进一步考察在不同社会资本状况下，流动性约束对农

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流动性约束更可能促使社会资本较弱的农民工增加

工作时间，并且更容易出现过度劳动。

（二）劳动权益

1. 劳动保护

本文根据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来区分其劳动权益保护状况。将体制内单位定义为劳动权

益保护较好的部门，将体制外单位定义为劳动权益保护较差的部门。原因可能是与体制外单位

相比，体制内单位普遍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度，并且《劳动合同法》执行更为严格，农民工劳动

权益能够得到更好地保障。另外，工会具有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中国工会更多建立在体制内

单位，所以体制内单位的劳动者权益能够受到更好地保护（李明和徐建炜，2014）。为此，本文将

样本划分为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两种群体，检验在不同劳动权益保护环境下，流动性约束

对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当受到流动性约束时，体制外单位的农民工会增

加工作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而体制内单位农民工却不会。

2. 收入

本文根据农民工月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群体划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以此检验流动

性约束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工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在受到流动性约束

时，与高收入农民工群体相比，低收入农民工群体更可能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

（三）家庭赡养负担

本文根据农民工与父母之间的家庭经济往来讨论家庭赡养负担异质性。我们对农民工的

赡养负担给出如下定义，如果农民工给父母的金钱超过父母给他们的金钱，则将样本设定为家

庭赡养负担较重群体，反之则设定为家庭赡养负担较轻群体，以此考察流动性约束对家庭赡养

负担不同的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将会促使家庭赡养负担较

重的农民工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但不会对家庭赡养负担较轻的农民工产生影响。

（四）社保缴费负担

本文根据农民工社会保险的缴纳额与家庭总收入比值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缴费负担较

重和缴费负担较轻两类农民工群体，以此考察流动性约束对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不同的农民工劳

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在受到流动性约束时，与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较轻的农民工相

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较重的农民工更可能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

（五）地区生活成本异质性

本文选择家庭每月人均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开支作为农民工生活成本的

指标，数值越大，则说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越高。然后，本文利用此消费支出计算农民工所在城

市的平均生活成本，并将平均生活成本中位数以上的城市定义为高生活成本地区，中位数及以

下的城市定义为低生活成本地区。利用上述划分标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受到流动性约束

时，生活成本较高地区的农民工更可能增加工作时间，从而出现过度劳动。这表明地区生活成本

过高会挤占农民工过多的收入，加剧农民工流动性约束问题，从而促使农民工增加劳动供给，进

而出现过度劳动。

六、结论与启示

劳动供给行为特别是过度劳动现象一直为社会所关注，而农民工又是过度劳动的主要群

体，同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的农民工群体也更容易面临流动性约束问题。为此，本文通过构建理

  2022 年第 12 期

•  132  •



论模型并运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流动性约

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流动性

约束的农民工将会增加劳动供给，更容易出现过度劳动。而流动性约束导致农民工的消费水平

和家庭资产出现下降，为了降低流动性约束对消费和家庭资产的负面影响，农民工会倾向于增

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进而出现过度劳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受到流动性约束时，所处

金融信贷环境较差、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收入较低、家庭赡养压力较大、社保缴费负担较重

以及生活成本较高地区的农民工群体更可能增加劳动供给，从而出现过度劳动。本文从流动性

约束视角研究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一方面丰富了金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研究，另一方

面为考察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提供了以下的

政策启示：

第一，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劳动待遇差是农民工受到流动性约束，增加劳动供给，从而产

生过度劳动现象的重要原因。政府在加快劳动保护立法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劳动保护执法，通过

规范企业加班工资制度和欠薪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另外，政府可以开展多种

形式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这样有利于农民工积累人力资本和提高收入，有效缓

解农民工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减少农民工过度劳动。

第二，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不仅可以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保护机制入手，同时也可以

从金融市场中寻找解决思路。借贷歧视、借贷门槛较高以及借贷渠道狭窄是农民工更容易受到

流动性约束，从而产生过度劳动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金融信贷方面，政府可以制定更为适

合农民工的信贷帮扶政策，鼓励各类正规金融机构适当放宽对农民工的信贷额度，同时规范和

引导民间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的发展，从而拓宽农民工的借贷渠道，这样可以缓解农民工的流

动性约束，减少农民工过度劳动。

第三，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再加上较重的家庭赡养压力和社保缴费负担，会进一步加剧农

民工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导致他们过度劳动。因此，针对农民工的民生政策设计尤为重要。一方

面，政府可以动态监测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成本，加大财政对经济困难农民工的转移支付力度。另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精确评估农民工的社保缴费承受能力和家庭赡养压力，制定更为符合农

民工实际的社保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水平，并同时加快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述举措

有助于减轻农民工的生活负担，缓解农民工的流动性约束，进而减少农民工过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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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Migrant Workers’ Labor
Supply: Also on Migrant Workers’ Overwork

Phenomenon

Wang Wei1，2,  Cui Yadong1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The behavior of labor supply especially overwork，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of the society，

and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main group of over workers. Meanwhile，migrant workers with low incomes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liquidity constraint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li-

quidity constraints on the labor supply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workers’ overwork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using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data（CHFS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1）Migrant workers af-

fected by liquidity constraints will increase their labor supply and are more prone to overwork.（2）Liquidity

constraints will decrease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family assets of migrant workers. Therefore，mi-

grant workers tend to increase labor time and labor intensity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iquidity con-

straints on consumption and family assets，which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overwork.（3）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migrant workers with poor financial credit environment，poor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low incomes，high family support pressure，heavy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burden and high

urban living costs，are more prone to increase labor supply and overwork while being affected by liquidity con-

straints.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insisting on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during developmen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

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Migrant workers are socially vulnerable groups that need to be paid at-

tention to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abor supply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quidity constraints，whi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

tion between financial market and labor market，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the labor supply be-

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and provides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alleviating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workers’ overwor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leviating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workers’ overwork can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t only labor market but also financial market to find solu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ries of combined policies by the government，such as optimizing the financial credit environment，protecting

migrant workers’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raising migrant workers’ incomes，and reducing migrant workers’

family support pressure，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burden，and urban living costs，will be helpful to alleviate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then reduce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workers’ overwork.

Key words:  liquidity constraints； migrant workers； overwork

（责任编辑　顾　坚）

汪    伟、崔亚东：流动性约束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  135  •


	一 引　言
	二 流动性约束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分析
	三 实证设计
	四 实证分析
	五 异质性分析①
	六 结论与启示
	参考文献

